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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法定刑立法的改进与完善
 ———以明确性原则为视角

张建军

摘 要:法定刑是立法者在为具体犯罪配置刑种和刑度时所采取的方式,采取不同的法

定刑立法,不仅会影响分则条文明确与否,而且会对司法人员能否准确、适当地裁量刑罚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法定刑是刑法立法必须重视与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由于绝对

确定的法定刑与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无

疑是我国法定刑立法的理想选择。为了彻底贯彻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立法模式,有必要对

我国现行法定刑立法进行审视、批判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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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刑法分则条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定刑是刑法分则对各种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刑

种与刑度,是法官据以量刑的依据和标准。法定刑不仅反映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

和对犯罪人的谴责态度,还反映国家对犯罪的危害程度的评价。所以,法定刑的设置要能

够表明罪与罚之间质的因果性联系和量的相适应性关系。在刑法理论上根据法定刑的刑

种、刑度是否确定为标准,通常将法定刑分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和

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三种形式(高铭暄、马克昌,2011:326)。在这三种法定刑设置模式中,前两

种模式处于法定刑坐标轴的两极,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克服了某些弊

害,法官可以在法定刑范围内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和相关因素选择相应的刑罚,有利于刑

法目的的实现。毋庸置疑,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理应成为我国法定刑立法的理想模式,但也

应当看到,我国刑法立法对这种法定刑模式的贯彻并不彻底,存在着诸多绝对不确定的法定

刑和少量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在笔者看来,有必要将后两种法定刑模式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明确性:法定刑设置的一项基本原则

法定刑是立法者对犯罪定型所设置的量刑空间,它为法官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提供了

相应的范围,决定着法官具体裁量的刑种和刑度,这就要求立法者对法定刑的设置必须清

楚确定,以便法官量刑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刑法理论上,倡导法定刑设置的明确性基

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明确的法定刑是制约国家刑罚权的应有之义

权力具有不断蚕食或吞并其他领域的本能,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一个社会中最为能动

易变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权力的危险始终存在。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种,
刑罚权具有一切公权力扩张性、侵犯性、易受诱惑等共性,理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与规束。
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司法机关只能依据刑法明文法定刑给犯罪人裁量刑罚。明确

的法定刑犹如把刑罚权这匹野马导入规矩状态的缰绳,而模糊不清的法定刑则无异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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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权这匹野马更加放浪的皮鞭。作为对具体犯罪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依据,清晰明确的法定刑为司

法人员办理刑事案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标尺,可以减少刑罚裁量中的差别和随意。因此,
只有法定刑的规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使立法者所设定刑罚圈成为防止司法专断与任意的鸿沟,
使刑罚权在这道鸿沟面前望而却步、戛然而止而不致为所欲为。相反,不明确的法定刑难以划清刑罚轻

重的清晰界限,容易造成国家刑罚权的擅断和恣意动用,为司法人员有差别地、随意地适用刑法预留下

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这样的法定刑不能为法官准确裁判刑事案件提供确定的法律标准和尺度,相当于

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置于法官的癖性或偏好之下,其结果必然常常导致刑罚擅断或法外用刑,无异于为

司法人员恣意侵犯民众的权益找到了形式上的依据,法官可以轻易依其主观好恶而随意地、有差别地对

犯罪人裁量刑罚。同时,如果法定刑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使得一般民众无法理解其含义并预测行为的

法律后果,那么法官在将这样的刑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只能按照自己对法定刑的理解作出相应的

裁判,这样,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对此,有学者指出:“不明确的刑法不仅有使无辜

者身陷囹圄的危险,而且由于它根据特别的、主观的基础,伴随着司法上任意的差别对待和应用法令或

者含糊的基本政策的危险。”(卡威尔因,1989:231)所以,不明确的法定刑无法起到限制和规束国家刑罚权

滥用的作用。对此,有学者曾指出:“那些对于犯罪的定义模糊不确定的刑法典,可以被当局用来给每一

个批评者标上国家或宪法秩序的敌人的污名,并把它们拘禁起来,因而这种刑法典是与法治背道而驰

的,并将侵害法律的确定性和表达自由等人权。”(托马斯·弗莱纳,2008:53)所以,不明确的法定刑可以使

法官轻易地入人于罪,导致国家刑罚权不当侵犯民众自由和安全的恶果。
(二)明确的法定刑是保障民众自由和安全的客观需要

不明确的法定刑不仅使民众无法正确理解法定刑的内容及含义,还使民众事先无法事先预测自己

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导致民众对是否会受到出乎意料的刑罚处罚而焦虑不安。于是,为了避免横遭突

如其来的、不可预知的国家刑罚权的侵扰与干预,民众在行动前就不得瞻前顾后、画地为牢而无所适从,
因为对于刑罚无法预测的恐惧以及动辄得咎的结果,只能迫使人们在行动上自我设限,于是会产生国民

因为害怕自己的行为不经意之间陷入法网而噤若寒蝉的“萎缩效果”(黎宏,2008:53)。这样,民众的行动

自由和安全就会因受到不当限制而缺乏起码的保障。正如罗尔斯所说:“由于一些法规的含糊不清而使

无法律即不构成犯罪这一准则遭到了破坏,那么我们可以自由去做的事也同样是含糊不清的。我们的

自由权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就这一点来说,自由权由于对它的实施的合理担心而受到了限制。”(约翰·

罗尔斯,1991:261)所以,含糊不清的法定刑存在的结果必然是民众深感焦虑、恐惧和不安,就像边沁所指

出的那样,模糊不清的法律就好像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危险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吉米·边沁,2004:190),
这样的法定刑对民众的自由和安全无疑是一种威胁。

而明确的法定刑含义明白清楚,较少歧义,具有理解可能性,符合“事前告知原则”的要求,法官不得

依其主观好恶而擅断。因此,明确的法定刑为国家刑罚权划定了清晰的触角范围,使刑罚权不得逾越法

律所预设的界限随意而动,从而为民众阻隔了来自于不确定的刑罚的危险和侵害,使人们的自由和权利

有了可靠的边界,民众于是可以放心大胆、无所恐惧地开展其生活。因为“如果多一分法律规定与适用

的明确性,就会少一分法官个人的主观意识、政治倾向、个人因素等对犯罪和刑罚的影响。”(陈 忠 林,

1999:25-26)此外,明确的刑法规范具有预测可能性,等于为民众提供了一张清晰的罪刑关系“价目表”,
民众可按图索骥、对号入座,据此预知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助于保障民众在行

动上享有广泛的自由。“对于人民而言,刑法的存在固然是入罪的标准,但另外一方面同时也是人民自

由权利的保证书。这里所谓的自由,除了是不受刑罚的自由之外,更重要的是展开其快乐生活的自由。”
(黄荣坚,2004:11)在这个意义上,明确法定刑才真正具有一般民众的“大宪章”的作用。而有了明确的法

定刑,即便行为人因未能自制而误蹈法网,他也会对自己行为可能的结果有大致确定的预测与判断,能
够合理预见将会受到何种刑罚的制裁,因为根据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精神,任何人只承受刑法为其行为

所事先规定的法定刑,而不受刑法之外的任何不正当刑罚。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明确的法定刑具有犯

罪人的“大宪章”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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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确的刑法规范是刑罚后果严厉性的必然逻辑

从本质上讲,明确性是立法语言应当具有的基本品性,任何法律规范都应该足够清晰和明白。不

过,由于不同部门的法律其内容和属性不同、制裁手段有别,对民众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有的仅是一般

性影响,有些则是根本性影响,故此不同的法律对明确性的要求有弱有强。一般而言,所处分的权利越

重要,所规定法律后果越严厉,法律的清晰性要求便应当越高。由于私法强调“私法自治”、尊奉当事人

的意思自由,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私法是任意法,任意性

规定是私法规范的主体,这就使得在民法中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概念和概括性条款,如重大误解、显失公

平、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等等。相对于私法而言,公法与公权力的行使有关,为了避免和防止

公权力与生俱来的扩张性、侵略性和恣意性,以及由此可能给民众带来的不当强制与侵害,需要通过清

晰明确的立法,对公权力的行使划定清晰的疆界并设置严格的程序。因此,从总体上而言,公法对明确

性要求更高。而在公法中,刑法所调整的是国家和犯罪人之间因犯罪而引起的以国家行使刑罚权、犯罪

人承担刑事责任为基本内容的一种权力支配与服从关系,加之刑罚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严厉的

强制性:不仅可以剥夺犯罪人的财产、自由和资格,而且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
可以说,刑罚关乎犯罪人的生杀予夺。像这样严厉的强制性,是其他法律如民法、行政法所不能比拟的。
对此,有学者指出:“刑法规定的法律效果系所有法律规范中最为严厉而具痛苦性、强制性与杀伤性的法

律手段。”(林山田,2006:58)

“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其遭受一定的损失和痛苦,是刑罚的本质属性。”(高铭暄、马克昌,

2007:237)正因为刑罚是建立在剥夺性痛苦基础上的强制措施,是非战时期国家手中最厉害的权力。刑

罚对犯罪人带来的剥夺和痛苦可谓创巨痛深,对犯罪人及其家庭的影响既强烈又深远,日本刑法学家西

田典之指出:“刑罚这种制裁具有强制力,它同药效大的药物一样伴有副作用”(西田典之,2007:23)。用之

稍有不当,则国家和犯罪人就会两受其害。人类历史的发展已证明,保护社会最得力的工具常常也是侵

犯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刑罚尤其如此。为了发挥刑法的制裁力并防止刑法被滥用,刑罚权必须受到

法律的严格限制,这就要求为法定刑设置确定的界限。而“精确的刑法规定,就像一把精确的尺子,可以

用来厘定国家和社会在使用刑法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中的各种要求,由此满足保护人权和发展法治的

种种需要。精确的刑法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确的刑法规定,就是在为社会及其成员规定精确的自由

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确的法定刑就是为规束极具强制性和严厉性的刑罚权而设。

二、消除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

按照通说,我国刑法中没有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①。因为在这些论者看来,所谓绝对不确定的法定

刑,系指刑法条文对某种犯罪不规定具体的刑种和刑度,只笼统地规定对该种犯罪应予惩处。然而,笔
者认为这种观点待商榷,因为法定刑的内容无非包括刑种与刑度两个方面,既无刑种又无刑度,无异于

从根本上否定了法定刑的存在。既然法定刑都不复存在,何来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之说? 因此,“刑
种和刑度全无的‘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既不符合法定刑的定义,也与法定刑的‘法定性’相矛盾”(周光

权,2000:76)。况且,退一步讲,如果出现既无刑种又无刑度的情况,则应认为该条文规定的行为并不成

立犯罪,因为根据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刑罚,就没有犯罪”。所以,通说关于我国刑法中不存

在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的说法是值得质疑的。
事实上,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种类有九种,除驱逐出境、无期徒刑和死刑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外,

其余六种刑罚均具有可分割性。而就这六种可分割的刑罚方法来看,除了罚金刑以外,其余五种刑罚的

上限和下限在刑法总则中都有具体或大致的规定②,申言之,这五种刑罚不存在幅度上不确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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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16页;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26页。
如管制刑的幅度是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刑的幅度是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是6个月以上20年以下;剥夺
政治权利的通常期限为1年以上5年以下;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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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分则条文在对某一具体犯罪设置法定刑时,并未对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

财产的范围和幅度作出明确的限定,也不能认定这些法定刑是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因为总则已为这几

种刑罚方法划定了相应的最大、最小幅度。法官在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时候,只能在总则限定的上、下
限幅度内确定,而不能突破总则所设定的界限。罚金则不同,它虽然是一种可分割的刑罚方法,但总则

中并未就其可裁量的幅度作出相关规定,只是在第53条中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

金数额”。因此,如果分则条文中只是规定,“犯……罪,判处罚金”,那么,究竟判处多少数额的罚金,在
什么幅度内判处罚金,都是极其不确定的,申言之,这样的规定一种仅有刑种而无刑度的法定刑。而

“‘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实际上只意味着某一犯罪有刑种,而无刑度,即刑度完全不确定。”(周 光 权,

2000:76)所以,我国刑法中存在着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具体而言,抽象罚金制(或无限额罚金制)就是

其适例,即刑法只抽象地规定判处罚金,并没有规定罚金的具体或大致数额。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单位都

是只抽象地规定判处罚金,譬如《刑法》第140条、第15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151条规定

的走私武器、弹药罪等,都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至于对单位判处多大数额的罚金,则语焉不详,没有相应的幅度,由法官掌握,造成相同的案件

由不同的法院或相同法院的不同法官进行裁量,最后的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也有一些对自

然人犯罪只抽象地规定判处罚金的立法例,譬如第318条规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2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354条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罚金,等等。所以,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抽象罚金实际上是一种只有刑种而无刑度的绝对

不确定的法定刑,对具体案件中的犯罪人判处多大数额的罚金,并无相应的范围限制,完全由法官确定

和裁量。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和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精神意蕴是相悖的,明确性原则既要求构成要件的

明确性,也要求法定刑具有明确性,抽象罚金刑制既无法使民众预先预测和判断罚金数额的大致幅度,
也不能为法官提供据以遵循的裁量标准。因此,基于刑法明确性原则的要求,应该结合具体犯罪的特

点,将我国刑法中的抽象罚金制修改为比例罚金制、倍数罚金制、特定数额罚金制或者日罚金制,以实现

法定刑设计模式由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向相对确定的法定刑转化。

三、改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为相对确定的法定刑

就我国刑法对法定刑的设置来看,存在至少7个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它们分别是:《刑罚》第121条

劫持航空器罪后段规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

绑架罪后段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40条拐卖

妇女儿童罪后段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情节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317条第二款暴动越狱罪

和聚众持械劫狱罪规定,对“暴动越狱或者聚众持械劫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死刑”;第383条第一款第(一)项贪污罪、第386条受贿罪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不难看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基本上都是重刑,反映了国家对极

少数严重犯罪行为给予严厉打击的态度。
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意味着只有一个刑种,且法定刑的最大量与最小量重合,其幅度为零。故其明确

性自不待言,而且可以说,它是法定刑配置模式中最具明确性的一种。但是,由于这种法定刑的刑种刑

度确定唯一,刚性太强而缺乏灵活性,不具备在特定情况下变通的可能性和选择伸缩的余地,致使法官

难以做到量刑适当,不利于贯彻刑罚个别化原则,在有的情况下难以收到良好的刑罚效果,甚至会出现

对犯罪人的处罚显失公平的现象。例如,我国刑法第239条后段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

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由于绑架罪不仅严重侵害了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与行动自由,
而且可能同时侵犯了被绑架人近亲属或其他人的财产权利及其他权利,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犯罪,所以,
在犯罪人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况下,对其直接规定和适用死刑是妥当的。但是,现实中若出现犯罪人在实

施捆绑行为时因疏忽大意而捆错了部位、或被害人挣扎而导致被害人窒息而死亡的情形,此时犯罪人并

无杀害或伤害被害人的故意仍对其适用死刑,则明显对犯罪人过于严厉。马克昌先生就此曾指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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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规定同样的法定刑,就致被绑架人死亡而言,显然罪刑关系不相适应,
应当加以修改”(马克昌,2008:14)。笔者以为,修改的方案之一就是将该条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死

刑,改为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此外,从理论上讲,故意杀人罪是各国刑法中最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

罪,作为侵犯人身权利的一种,绑架罪最严重的后果也是杀害被绑架人。所以,立法者在为这两种罪配

置法定刑时应维持一定的均衡,既然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不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且其最高量刑幅度是

“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法定刑就

不能超越故意杀人罪的最高法定刑幅度。职是之故,法定刑的明确性仅仅是相对的,即它只能为法官的

刑罚裁量活动提供一个判断的大致而非精确标准。法定刑的明确性并不意味着刑罚绝对明确,一种犯

罪或一种犯罪情节只对应一种刑罚,且该刑罚的幅度绝对确定,没有任何可自由裁量的空间。事实上,
“法定刑的明确性往往只意味着它所提供的法定刑是基本确定的、大致清晰的而非含混或完全不着边际

的。”(周光权,2000:46)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性而务实的认识,笔者以为,我国刑法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使

用的有些过量,故有必要通过立法加以改进,改进的思路就是将我国刑法中的7个绝对确定的法定

刑———死刑,改为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四、结 语

如果刑法对刑罚的规定不明确,完全交由法官决定,那么关于构成要件的规定不论多么清楚,明确

性原则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民众自由和安全的功能则不可能真正发挥,因此,法定刑的明确性无疑是

明确性原则的重要内容。刑罚明确性的总体要求是,立法者对每一具体犯罪法定刑的种类和幅度的规

定要明确,也就是说,作为法定刑,必须有特定的刑种与刑度。如果刑法对某种行为并没有规定刑罚,那
么,根据“没有法定的刑罚就没有犯罪”的原则,该行为便不是犯罪。事实上,如果刑法只是规定对某种

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但没有规定特定的刑种与刑度,司法机关因为没有适用刑罚的标准,也不可能追究

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张明楷,2007:32)。所以,倘若只规定行为应受处罚,或者虽规定刑种但没有规定刑

度,将具体的刑度委任给法官进行裁量,即在仅仅规定“绝对的不定刑”或者“绝对的不定期刑”的情况

下,对被告人应当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控方无法求刑,辩方亦无从请求宽恕,完全由法官裁量,这和明确

性原则的要求是相违背的。此外,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表面上似乎更符合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但在实践中

的每一个具体犯罪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违法程度与责任程度,而可以涵摄到某一刑法规范之下的个案,
其情况可能有无数多种,犯罪的情节、后果、目的、行为人一贯的表现、犯罪后的态度千差万别,不可能完

全相同。申言之,具体的犯罪行为与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之间并不存在精确的对应关系,如果刑法对某一

行为类型的法定刑作了单一明确的规定,并无一定弹性的刑度空间,反而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亦
即由于法官没有伸缩回旋的余地,对于重罪却无法重罚,对于轻罪做不到轻罚,有碍于个别公正的实现,
在实践中只会造成实质的不平等。所以,从刑事政策上看,这种法定刑模式也是不妥当的,并不为各国

刑法立法所采用。如1791年《法国刑法典》曾对每一犯罪都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取消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以防止司法专横,但实际上是立法者越粗代庖。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是生动具体、千姿

百态的,这种没有任何裁量余地的法定刑,既不利于控辩双方进行合理的辩论与对抗,也不利于法官根

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适当的刑罚。因此,1791年《法国刑法典》未及实施,便很快被1810年《法国刑

法典》所代替。由此可见,在法定刑的明确性问题上应该避免两种绝对化的情形———绝对不确定的法定

刑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兼采这两种绝对法定刑的优长,并有效克服了二者的弊

害,为具体犯罪规定了一定的刑种、刑度,既不失其明确性,又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可以

在法定刑的范围内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公正的裁判。不过,为了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合理

的范围内,有必要对法定刑的幅度作出必要的限制,这就要求立法者所设置的法定刑的幅度不宜过大,
因为幅度过大的法定刑不仅可操作性差,有时会被法官任意解释和不恰当地运用,导致量刑畸轻畸重。
总之,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和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往往会造成许多弊端。因此,“法律效果之明确性也只

能在法律之规定与法官之裁量,彼此密切配合才能形成。”(林山田,1978:13)故刑法对法定刑的明确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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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之明确性的程度要求并不完全相同,构成要件之明确性要求立法者,对每一个具体犯罪的犯罪

构成应当尽量予以详细的规定;而法定刑之明确,则要求立法者规定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不求刑之绝对

确定(曲新久,20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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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ReformandPerfectionofStatutorySentenceinChina
 ———FromaPerspectiveofthePrincipleofClarity
ZhangJianjun (Associateprofessor,GansuPoliticalandLawScienceInstitute)

Abstract:ThemodelofstatutorysentenceistheformtakenbyLegislatureofkindofpenaltyandrangeofpenaltyforthe
specificcrime.Thedifferentmodelofstatutorysentence,willnotonlyaffectthespecificprovisionsexplicitlyornot,butalso
willhavesubstantialinfluenceonsentencing,sothemodelofstatutorysentenceisaproblemwhenthelegislaturemustpay
attentiontoandtakeseriously.Becauseoftheabsolutedeterminationofstatutorysentenceandtheabsoluteuncertaintyof
statutorysentencehasthecongenitaldefectsininnate,therelativedeterminationofstatutorysentenceisundoubtedlythe
ideallegislationmodeofstatutorysentence.Inordertothoroughlycarryoutthemodelofrelativedeterminationofstatutory
sentence,itisnecessarytoexamine,criticizeandimprovementofstatutorysentenceinChina.
Keywords:statutorysentence;theprincipleofclarity;themodelofstatutorysentence;todeterminetherelativestatutory
sentence

 ■作者简介:张建军,《甘肃政法学院学报》副主编,副教授,法学博士;甘肃 兰州730070。Email:gszjj1972@126.com。

 ■责任编辑:车 英

◆

·85·


